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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谓一致加工是二语句法加工研究的核心议题。对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而言，
由于母语缺乏屈折一致体系等因素，主谓一致在实时理解与产出中常构成持续挑战。既有研究
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其一以数吸引效应为切入点，考察结构主语与局部名词之间的特征竞争
与干扰；其二聚焦限定词提供的数与量化线索，探讨限定词类型对一致特征编码及信息检索过
程的调节作用。本文系统回顾该领域进展，概括中国学习者主谓一致加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局
限，并提出未来研究可从其加工机制的区分化解释、材料与句型的系统拓展、个体差异的连续
化精细建模、跨任务一致性检验以及多模态证据的综合整合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以提升对其加
工机制的解释力与结论的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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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主谓一致是英语句法系统中最基础且最

稳定的形态句法依存关系之一，其核心要求在

于动词屈折形式需与主语在人称、数等特征上

实现一致。在母语加工中，主谓一致关系往往

可被视为较为自动化的形态句法计算，但在结

构复杂或存在干扰成分时，同样会暴露出加工

的脆弱性与资源限制，例如距离效应与干扰效

应等。对二语学习者而言，主谓一致不仅是课

堂语法学习中的显性规则，更是理解与产出过

程中必须实时调取并在线执行的计算机制。因

此，主谓一致加工常被用作检验二语句法表征

是否趋近母语者、以及二语加工是否存在“形
态不敏感”或“选择性整合信息”等关键争议的

经验窗口（Jiang, 2004, 2007; Clahsen & Felser,
2006; Hopp, 2010; Lardiere, 2007）。

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该领域受

到持续关注，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

汉语缺乏与英语相对应的屈折一致系统，学习

者难以通过母语迁移获得主谓一致加工的优

势；同时，英语第三人称单数屈折词缀-s等一

致标记在形式与语音上显著性较低，在线加工

中更易被忽略或延迟整合（Jiang, 2004；Hahne
et al., 2006）。其次，在复杂句环境中，主谓

一致常呈现非局部依存特征，例如主语与动词

之间插入介词短语或限制性关系从句，不仅增

加结构距离，也引入潜在干扰名词，从而更容

易触发数吸引效应与检索干扰（Gibson, 1998;
Kaan, 2002; Wagers et al., 2009; Jäger et al.,
2020）。再次，二语学习者内部差异显著，熟

练度、工作记忆容量等因素会系统性调节一致

加工的行为表现与 ERP 模式，使同一结构在

不同个体与不同水平群体中呈现不同的加工

策略与神经指征（Rossi et al., 2006; Tanner et
al., 2013, 2014; Chang et al., 2017; Zhang & Ji,
2021; Dai, 2011）。因此，对中国英语学习者

主谓一致加工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推进二语习

得与二语句法加工理论的证据积累，也能为教

学实践提供认知层面的启示，尤其是在如何促

进显性规则向在线、自动化加工迁移方面。

从研究发展脉络来看，中国英语学习者的

主谓一致加工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行为证据向

ERP证据拓展、由短距离一致向长距离一致加

工深化、以及由“是否加工一致”转向“在干扰

与线索条件下如何加工一致”的问题升级。尤

其是近年的研究表明，限定词所提供的数线索

与量化信息可能显著影响学习者对主语数特

征的编码与提取过程，进而调节一致违例的检

测 与 修 复 机 制 （ Tanner & Bulkes, 2015;
Armstrong et al., 2018; Cheng et al., 2022; Li et
al., 2023; Wu et al., 2024）。在此背景下，本文

将综合相关文献展开论述，旨在系统梳理中国

英语学习者主谓一致加工研究的现状与局限，

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可行的推进方向。

2.研究现状

2.1 主谓一致加工数吸引效应的研究基础

数吸引效应最早在语言产出研究中得到

系统刻画：当主语短语内部存在一个与中心名

词数特征不一致的局部名词时，动词更容易错

误地与局部名词而非中心名词一致，例如

“*The key to the cabinets were…” 中 “key”与
“cabinets”不一致会显著提高误用复数动词的

教育教学与管理 2026年第6期 
ISSN: 3079-4439

113



概率（Bock & Miller, 1991; Eberhard, 1997;
Eberhard et al., 2005）。这一发现促使研究者

将主谓一致加工理解为“特征竞争—资源分配

—结构约束”的动态过程（Bock & Cutting,
1992）。随后，该效应被扩展到语言理解：研

究关注读、听理解中结构上不合法名词是否会

干扰一致违例检测并导致判断错误。实证研究

表明，当局部名词与动词形态表面匹配时，无

论母语者还是学习者都更可能降低一致违例

敏感性或出现在线干扰模式，提示理解中的一

致并非全程严格受结构约束，这也为基于线索

的记忆检索模型提供了重要经验基础（Wagers
et al., 2009; McElree et al., 2003; Lewis et al.,
2006; Van Dyke, 2007）。

机制解释上，主流观点可归纳为三类：其

一是特征标记性与表征强度，复数更具标记性，

因而更易激活并产生干扰（Eberhard, 1997;
Eberhard et al., 2005）；其二是结构可及性与

距离复杂性，依存距离增加、结构层级增多会

抬升加工负荷并放大干扰（Gibson, 1998; Kaan,
2002）；其三是基于线索的记忆检索模型，认

为动词处需要用线索检索主语，干扰项与线索

部分匹配会引发相似性干扰与误检索，从而产

生吸引效应，并可与 ERP中 P600所反映的违

例检测及重分析过程对接（McElree et al., 2003;
Lewis et al., 2006; Van Dyke, 2007; Jäger et al.,
2020; Osterhout & Mobley, 1995; Kaan &
Swaab, 2003; Bornkessel-Schlesewsky &
Schlesewsky, 2008）。

二语 ERP研究显示，主语一致违例常见

P600，但其幅度与时程会随熟练度与学习阶段

变化，且个体策略差异显著（Chen et al., 2007;
Hahne et al., 2006; Rossi et al., 2006;
McLaughlin et al., 2010; Steinhauer et al., 2009;
Tanner et al., 2013, 2014）。在中国学习者研究

中，行为与 ERP 证据一致支持吸引效应的存

在：早期研究显示学习者主谓一致判断易受局

部名词干扰（张少林等，2011），在线加工在

复杂结构下更脆弱（袁辉、戴炜栋，2016），

ERP研究进一步揭示熟练度调节、概念数介入

以及高水平学习者内部差异（卞京等，2018，
2021；卞京、张辉，2023）。总体共识是：吸

引效应在中国学习者中稳定出现，且受熟练度、

工作记忆等个体差异调节；但不同任务与材料

控制会影响效应大小与研究可比性，因此需要

更严格的范式与变量控制（常欣等，2017; 戴

运财，2011; Zhang & Ji, 2021; Jiang, 2004, 2007;
Clahsen & Felser, 2006）。

2.2 限定词调节主谓一致加工的研究基础

在英语名词短语中，限定词可提供指称、

数量、范围与分配性等信息；对汉语背景学习

者而言，这些信息往往成为在线加工中可直接

利用的显性线索，从而影响主语数特征的编码

与动词处的检索。句法上，DP假说将限定词

提升为名词短语的功能中心（Abney, 1987），

并与生成语法中功能投射、特征检查等讨论相

衔接（Baker, 1985; Pollock, 1997; Chomsky,
2014; Cinque, 1990），为“限定词类型差异可

能调节一致加工”提供结构基础；语义上，广

义量词理论刻画了量化限定词的范围与分配

性操作（Barwise & Cooper, 1981），而话语链

接、话语可及性研究提示，语义—话语属性可

能增强名词短语表征、提升后续检索稳定性

（Pesetsky, 1987; Avrutin, 2000; Sheppard et al.,
2015）。因此，研究常将限定词区分为指称性

限定词（如 the/this，数线索较弱）与量化性限

定词（如 each/every/many，数线索更明确），

并预测后者更能支持主谓一致加工、降低干扰。

实证研究也逐步形成一致结论：量化线索

会改变一致加工中的线索权重与检索过程

（Tanner & Bulkes, 2015），并在中国学习者

群体中表现为可观的 ERP 调节效应—当限定

词提供更清晰的数信息时，主谓一致违例更可

能呈现更稳定的 P600 模式（Armstrong et al.,
2018; Li et al., 2023; Wu et al., 2024），且“数
指定性”会影响长距离一致加工效率（Cheng et
al., 2022）。更重要的是，限定词为解释数吸

引提供了可操控变量：它可能通过增强早期编

码、优化动词处检索来减弱相似性干扰与误检

索（Lewis et al., 2006; Van Dyke, 2007; Jäger et
al., 2020; Tanner et al., 2017），尽管 P600的功

能归属仍需结合任务与材料谨慎解读

（Kuperberg, 2007; Bornkessel-Schlesewsky &
Schlesewsky, 2008）。在教学层面，限定词可

显性讲授且可训练，因此为突破中国学习者长

距离一致加工“瓶颈”（马拯，2022）提供了可

干预的认知切入点：在结构复杂、检索负担上

升时，增强限定词线索是否能提升在线主谓一

致加工能力，是未来值得重点检验的问题。

3.未来研究

尽管中国英语学习者主谓一致加工研究

已积累了行为与 ERP 层面的丰富证据，但整

体仍有待从“现象描写”进一步走向“机制解

释”。既有研究虽揭示了主谓一致违例检测、

吸引效应与距离负荷等方面的差异及其 ERP
表征，但相关效应在不同结构、任务与个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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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常呈现异质性，因而学习者何时依赖结构

信息、何时转向表层线索及其权重如何动态变

化仍未明晰。同时，研究多采用粗粒度变量与

静态分组，限制了对时间进程与机制参数变化

的刻画。未来需通过更精细的操控与建模，联

结行为与神经证据，系统解释结构复杂度、线

索竞争与个体差异对主谓一致加工的共同作

用。

3.1 吸引效应加工机制精细区分

既有研究常将吸引效应概括为“干扰”，但
这一标签本身并不足以揭示其心理机制，因为

干扰可能分别来自表征层面的时间性衰减、句

法结构建构与附着过程中的暂时性不确定，以

及动词处违规检测后引发的修复与重分析成

本（Van Dyke, 2003; Kaan & Swaab, 2003）。

换言之，同样表现为主谓一致错误或 P600增
大，其背后可能对应不同的加工路径与时间进

程：一种更接近基于线索的记忆检索竞争，即

目标主语在动词处被检索时受到相似名词的

干扰；另一种更接近结构层面的重分析、修复，

即先前的结构赋值或依存建立出现偏差，在动

词位置被迫更新分析并重建依存关系。未来研

究可通过系统操控干扰名词在结构中的位置

与合法性、线索一致性与竞争强度、以及非局

部距离的梯度变化来更精细地定位效应发生

的阶段，并进一步将反应时、准确率与 ERP
幅度或潜伏期进行联合建模，从而在机制层面

区分“检索干扰”与“重分析”对 P600等成分的

相对贡献。

3.2 句法结构类型与材料系统拓展

现有研究多以单一插入结构（如介词短语）

或简单主语结构来检验非局部一致，但真实语

言理解往往需要同时处理多条依存关系，并在

多类线索之间进行协同或竞争，因此有必要在

材料与结构层面开展更系统的拓展。未来研究

可在严格控制线性距离的前提下，系统比较介

词短语与关系从句等不同插入结构对一致加

工的影响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不同从句类型

（如主语/宾语关系从句、限制性/非限制性）

以及更高负荷的结构堆叠是否在学习者加工

中呈现阈值式的困难上升；同时，也可将主谓

一致与指代消解等依存线索置于同一语境，检

验学习者是否存在相对稳定的线索优先级与

资源分配模式。在理论解释上，Gibson（1998）
的复杂性视角强调整合成本与距离负荷，而基

于线索的记忆检索模型（Lewis et al., 2006）强

调相似性干扰与线索竞争，两者结合有望更全

面地说明为何某些结构对学习者构成“稳定瓶

颈”：这种瓶颈可能并非由单一因素所致，而

是整合成本与检索竞争在特定结构中相互叠

加并跨越加工阈值的结果，从而推动研究从

“结构是否更难”的粗粒度描述，进一步走向对

“难在何处、何时难、为何难”的精细化建模与

机制解释。

3.3 限定词线索维度化精细操控

当前研究常将限定词类型二分为“指称性”
与“量化性”，这一处理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可

能遮蔽限定词内部可分解的语义与话语特征

及其对一致加工的差异性贡献。未来研究可在

广义量词理论（Barwise & Cooper, 1981）与

DP结构（Abney, 1987）的框架下，将限定词

视为一组可维度化的线索集合，对数指定性、

分配性、范围、作用域、话语链接与可识别性

等维度进行更细粒度操控，并检验这些维度是

否通过增强主语数特征的表征强度或改变动

词处检索的线索权重来调节一致加工。由此可

以提出更具可检验性的机制假设：若某些限定

词特征主要提升表征稳定性，则应降低吸引并

增强对违规的敏感性；若主要改变检索线索配

置，则更可能体现在动词处的竞争强度与P600
幅度、潜伏期的系统性变化。尤其在中国英语

学习者中，限定词效应可能与熟练度或任务负

荷交互呈现：低熟练度学习者更可能依赖显性、

局部的词汇线索维度，而高熟练度学习者在结

构线索更稳固时对限定词维度的敏感性可能

减弱，仅在高负荷或高竞争条件下显现，从而

为“限定词如何调节主谓一致加工”提供更细

致的证据链。

3.4 个体差异连续指标与联合建模

尽管熟练度与工作记忆容量被反复证明

与一致加工相关（Chang et al., 2017; Tanner et
al., 2013, 2014; Zhang & Ji, 2021），但许多研

究仍停留在二分分组或单一指标预测的范式，

这在统计效力与机制解释上均存在局限。未来

研究可采用标准化、连续化且多维的熟练度测

量，将语法、词汇与理解能力等维度分开纳入

模型，并将工作记忆作为连续变量引入，以检

验其在不同结构负荷与线索竞争条件下对检

索精确性与重分析倾向的调节作用；同时，纵

向或训练设计可以进一步追踪 ERP模式随学

习阶段的变化，回答学习者是否、以及在何种

条件下、通过何种机制路径逐步逼近更接近母

语式的加工。通过将行为指标与 ERP 指标在

同一层级模型中联合解释，不仅能够更可靠地

识别个体差异对效应大小与时间进程的贡献，

还可将“接近母语式加工”具体化为可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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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例如违规检测是否提前、P600是
否减弱或更聚焦、以及吸引效应是否随结构与

线索复杂度的提升而表现出更强的韧性与稳

定性。

3.5 跨任务检验与生态效度提升

现有研究大量依赖语法判断或自定步阅

读等相对元语言化的任务，这类任务可能诱发

显性监控策略，使得观察到的行为与 ERP 效

应部分反映任务需求而非自然理解机制。未来

研究有必要在范式层面引入更接近真实语言

使用情境的任务，如听觉理解、自然阅读（含

眼动）、以及更隐性的理解问答或图片匹配任

务，以比较不同任务对加工策略的诱导差异，

并检验一致加工在不同输入模态与时间压力

下是否保持同一机制特征；同时，将理解任务

与产出任务证据相互印证，有助于讨论理解与

产出机制的共享程度与条件限制。若某一结构

或限定词维度的效应能够跨任务稳定复现，则

机制解释更为稳健；反之，若效应随任务改变

而显著波动，则可据此反推学习者在不同情境

中更倾向依赖结构信息、线索检索还是显性监

控，从而在提高生态效度的同时提升结论的可

推广性与理论解释力。

4.结语

中国英语学习者主谓一致加工研究已从

“学习者是否能发现一致违例”逐步走向“在复

杂结构与干扰条件下，学习者如何利用线索进

行一致加工”的机制探索。以数吸引效应为代

表的研究揭示了学习者在线加工中易受结构

上不合法名词干扰的事实，并强调距离、复杂

性与个体差异对主谓一致加工的调节作用。以

限定词调节为代表的新兴路径则表明，学习者

并非完全缺乏主谓一致加工能力，而是会策略

性依赖可得线索；当限定词提供更明确的数指

定或量化信息时，一致违背的检测与修复可能

更稳定，甚至在 ERP上更接近母语者的 P600
成分。由此可见，研究关键在于学习者在任务

压力、结构复杂度与线索可得性变化下如何动

态加权与重组，并随熟练度提升逐步走向更自

动化、更结构化的加工。

基于此，未来研究的核心在于推动二语句

法加工从“现象归因”走向“参数化解释”，并将

理论推进与教学干预更紧密地对接：在实验层

面需要区分吸引效应的多机制来源，明确检索

干扰与重新分析、修复在时间进程与 ERP 成

分上的相对贡献；在材料层面扩展结构类型与

依存配置，将一致置于更贴近真实理解的多线

索情境中，检验线索优先级与资源分配是否具

有跨结构、跨任务的一致性；在变量操控上，

限定词应从二分法走向维度化处理，将数指定

性、分配性、范围与话语链接等纳入统一框架，

以更直接回答“限定词如何调节主谓一致加

工”；同时，在个体差异研究中应减少静态分

组，采用连续指标与联合建模联结行为与 ERP
证据，刻画加工参数随经验变化的轨迹并评估

学习者何时、以何种方式接近母语式加工。上

述推进也将为教学与训练提供更可操作的启

示：学习者困难可能主要出现在在线理解与产

出中对数特征的快速编码、保持与检索，尤其

在复杂句与干扰条件下；若研究能进一步证实

“增强线索可得性”（如限定词或结构提示）可

稳定改善一致计算，并识别哪些学习者与结构

更易触发瓶颈，则可据此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训

练方案，将重点从离线判断转向更接近真实理

解的任务，强化时间压力下的快速检索与结构

化整合，并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复杂度操控促

进显性规则向自动化加工迁移，从而在理论解

释力提升的同时实现对教学实践的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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